
 

 

“文明城市”评选与环境污染治理：

一项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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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明城市”评选是以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导向，以此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城市治理新模式，污染治理是其设立的重要目标。文章基于 2003−2016 年全国 228 个地级市的面

板数据，运用 PSM-DID 方法全面考察了“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特征及其作用机制。主

要结论为：首先，“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显著改善城市环境，同时在考虑了“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

以及“环境保护法”等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后，虽然“文明城市”评选的作用有所下降，但是其减

污效果依然十分显著；其次，机制分析表明，“文明城市”评选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

级，进而改善了环境污染；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的改善因城市的人口

规模和经济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文章的研究结果为“文明城市”这一城市品牌评选活动可以有

效改善城市环境提供了实证支持，为进一步提高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能力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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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粗放式发展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增长，虽然快速增强了整体经济实

力，但是以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支撑的经济结构并未与环境体系形成和谐发展的格局，从而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引致了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此，多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持

续、深入地开展了各类政策性的引导与实践，积极尝试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下，通过持续

增强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能力，以期达到治污防污的目的，并进一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003 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①印发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评选表

彰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暂行办法》（文明委 2003 年 9 号），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正

式启动了“文明城市”的评选活动。同时，由中央文明委下发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试行）》

（文明委 2004 年 7 号）对评选的前提条件、考核指标进行了清晰界定。前提条件包括：地方人均

GDP 连续两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主要领导无严重违纪违法犯罪等 6 项；而考核指标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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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7 个类别、119 个分项，其中一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涉及对城市生态与环境污染的管控

要求。这意味着“文明城市”评选可能对提高城市环境综合治理能力进而缓解城市环境污染问

题具有现实意义。

从既有文献看，与政策及实践演化相伴随，有关环境综合治理影响环境污染的研究一直较

为活跃。其中，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文献的核心聚焦于政府行为对

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政府支出行为对环境的影响。Bostan 等（2016）的研

究 发 现 ， 政 府 的 环 保 支 出 有 助 于 提 高 城 市 环 境 治 理 效 率 ， 从 而 显 著 减 少 一 氧 化 碳 的 排 放 。

Adewuyi（2016）分别利用长期和短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政府环保支出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存在正、负两类效应，从长期看，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但是张伟和李国祥（2016）采用省域面板数

据研究发现，治理污染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能源。因此，政府利用各项环保支出进行污染治理反

而会增加碳排放。朱小会和陆远权（2017）利用门限回归模型讨论环保支出、对外开放和环境污

染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当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时，环保支出的减污效应无法显现；只有

当某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时，环保支出才具有明显的减污效应。第二，政府相关政策对环境

的影响。Zhao 等（2014）采用案例研究法对环境政策的节能减排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省、市两

级政府的互相配合下，诸如推动新技术的应用等措施可以显著降低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

染。Greenstone 和 Hanna（2014）的研究发现，较为严格的环境税政策往往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污染

治理，但是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而对环境税政策较为宽松的国家，环境税反而会加重

环境污染。范庆泉和张同斌（2018）认为，政府实施单一的环境税政策或环境减排补贴政策均无

法有效激励企业降污减排，只有将二者进行优化组合时才会显著改善环境污染。郑石明（2019）

采用系统 GMM 方法评价了不同的环境政策效果。其认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排污费制度、

环境信访制度等环境政策的实施均有效改善了环境质量。第三，政府间竞争对环境的影响。这

方面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Holzinger 和 Sommerer（2011）的

研究发现，来自欧盟严格的环境监管会使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中更倾向于采用“逐

顶竞争”策略，即在追逐优质外资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张彩云等（2018）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

模型发现，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绩效指标后，各地方政府间存在着“逐顶竞

争”的策略互动行为。而 Woods（2006）则利用美国 23 个州的数据研究发现，当一个州的环境规

制水平高于相邻的州时，其会降低环境标准；而当自身的环境政策低于相邻的州时，则会“按兵

不动”，这一研究支持了“逐底竞争”假说。第二类文献重点关注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评估。

主要集中于区域性的法律法规和城市试点建设两个方面。如“大气十条”（罗知和李浩然，2018）、

“环境保护税”（叶金珍和安虎森，2017）、“智慧城市”（石大千等，2018）、“低碳城市”（吴健生等，

2016）以及“碳排放交易权试点”（范丹等，2017）等。

以现有研究为基础，本文尝试从如下两个方面作出拓展分析：第一，“文明城市”评选是一项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的综合性试点政策，但是截至目前，有关这一政策效果的评价几乎都停

留于定性分析。如果能对政策效果进行深刻有效的定量评估，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

重要意义，故本文欲对此展开探索性研究。第二，基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的视角，本文从理论方

面深入解析了“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逻辑过程与机制，进而丰富了环境污染综合治

理方面的理论研究。

二、假设提出

从“文明城市”评选的初衷看，其目标是以构建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为导向，切实转变城市

发展方式，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城市化发展新模式（鲍宗豪，2011）。为了获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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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荣誉称号，所有参选城市都要经过两轮的严格考核。首先，各城市需要满足评选的前提条

件；其次，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各城市才会获得“文明城市”评选的正式入场券，有资格参加指

标考核。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整个评选程序非常复杂、评选条件极为严格，但是各城市仍有很高

的热情争相参与评选竞争。这意味着“文明城市”评选存在着有效的激励机制。

由于“文明城市”评选设置了“门槛”和“拔高”两类依次递进的约束条件，因此，地方政府为

了满足这两类条件，大都会不遗余力地针对评选要求展开相关工作。其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在现有考核环境下，地方政府有切实提升发展质量、优化发展环境的意愿。第二，一旦通过

评选，则城市发展绩效的显性化传递会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产生促进作用。

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架构看，以锦标赛制为特征的官员晋升机制（Lazear 和 Rosen，

1981；Li 和 Zhou，2005；周黎安，2007；逯进，2008），其正向激励作用非常明显。一般而言，官员晋

升锦标赛制具有明确的特征：第一，上级政府集中掌握下级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并能够制定一系

列的考核标准，依据下级官员的行政绩效决定其升迁与否。第二，竞赛的标准一定是客观明确且

可衡量的。第三，“竞赛成绩”可以准确衡量，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与排名。第四，考核指

标与“参赛者”的努力具有明确的关联性，这可以保证地方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竞赛结

果。这些特征意味着，在“向上一级负责”的行政层级约束下，政绩信息的显示性偏好仍会被多

数政府官员所看重（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以此为参照，人们聚焦于“文明城市”的评选可以发现，评选标准是由中央政府制定并实施

的一系列量化考核指标组成，并可以通过打分的方式获得较准确的评选结果与排名，打分与排

名结果主要由地方官员各自努力的程度所决定，而一旦成功入选，则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政绩，并

有助于其晋升。这意味着“文明城市”评选具有官员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作用−地方政府官员

向外部和上级领导传递行政业绩，并以此获得晋升机会。实际上，现实情况也大致佐证了上述逻

辑。参考陶然（2010）、杨其静和郑楠（2013）、姚洋和张牧扬（2013）以及罗党论（2015）对市委书记

和市长的晋升定义，本文整理了 2009 年到 2015 年共三批获得“文明城市”称号的市委书记和市

长的晋升情况。除去违纪、退休和其他特殊情况，“文明城市”入选前后，市长的晋升比例分别为

64.00% 和 70.59%；市委书记的晋升比例分别为 58.70% 和 66.67%，①具体情况见表 1。通过对比可

以发现，“文明城市”评选可能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激励地方官员参与评选从而获得更多的升

迁机会。刘思宇（2019）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其通过对每一批获得“文明城市”称号的市长

和市委书记的晋升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半数以上的官员在下一次调离职位时获得了晋升。
 

表 1    官员晋升情况统计表

总人数 晋升 违纪 退休及其他 平调或降职 晋升比例

入选前（市长） 59 32 9 0 18 64.00%

入选后（市长） 59 36 5 3 15 70.59%

入选前（市委书记） 59 27 10 3 19 58.70%

入选后（市委书记） 59 34 8 0 17 66.67%

　　数据来源：人民网、新华网和各市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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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样本选择参考刘思宇（2019）的研究，在统计入选后晋升官员的比例时，考察的是每一批入选时在任的市长和市

委书记到离任时其行政级别是否上升。而统计入选前晋升官员的比例时，考察的是入选时在任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前一任在离职时的行政级

别是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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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讨论为基础，需要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晋升激励下，“文明城市”评选将如何影

响环境污染?

在展开讨论前，需要明晰两个现实背景：第一，虽然“文明城市”评选是一项社会全员参与的

综合性城市治理活动，但是从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主体看，企业仍旧是被治理的主要对象。第

二，对企业的治理主要从规制角度展开。这一点所蕴含的逻辑是，政府部门是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的主要责任方和监管方，其在落实治污减排工作时，会依据明确的硬性指标，出台相应的详细工

作计划，并将计划所涉及的各项任务逐级分解，以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监管。因此，政府在实际工

作中会主动通过明确的环境污染奖罚机制，加大对企业的污染治理力度，这将使整个治理过程

带有明显的环境规制特征。

进一步看，梳理“文明城市”评选的考核指标，可以将其划分为发展动力和发展模式两个方

面。从发展动力看，考核设置了“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国际互联网用户普及率”和“科教

支出”等与技术创新相关的重要指标。这意味着其期望通过激励技术创新而产生发展动力。而

从发展模式看，考核设置了“第三产业贡献率”“单位 GDP 能耗”和“工业废水废气处理率”等与

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重要指标。这表明其期望通过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可见，“文明城市”评选会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看，已有众多文献

表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会显著改善环境污染（Grossman 和 Krueger，1995；Chiou 等，2011；

Jalil 和 Feridun，2011；张宇和蒋殿春，2013；原毅军和谢荣辉，2015）。因此，以既有文献为依托，聚

焦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则自然形成了如下逻辑：“文明城市”的评选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

升级而改善了环境污染。如果这一逻辑成立，则意味着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将具有明确的

中介作用。

从既有的理论解释看，短期内，一方面政府规制会使企业为污染排放付出治理成本，由此会

挤压企业的生产性投入和盈利性投资等其他方面的开支，从而造成一定的潜在损失。这可以被

称之为“遵循成本效应”（Jorgenson 和 Wilcoxen，1999；Levinsohn 和 Petrin，2003；韩国高，2017；苏

昕和周升师，2019）。另一方面企业对能源的消耗属于刚性需求，短期内无法改变能源消耗结构。

因此，企业在预期环境规制会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为了弥补预期损失，会进一步加大能源投入强

度，短期内造成更加严重的污染，从而产生“绿色悖论”（Sinn，2008；Fölster 和 Nyström，2010；

Smulders 等，2012；张华，2014）。而从长期看，根据“波特假说”（Porter 和 Van der Linde，1995；郭

进，2019），在适宜的环境规制刺激下，企业会逐步增强投资用于创新生产技术并改善能源消耗结

构，进而打破“遵循成本效应”和“绿色悖论”的约束，推动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实现双赢。结合

“文明城市”的评选机制，这是一项中长期活动，各城市在被授予这一荣誉称号以后，还要接受中

央文明委频繁而严格的复查，这对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来说是一项长期任务。因此，企业为实现

自身利益最大化，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创新改善生产技术和能源消耗结构，进而实现接续发展。

如前所述，“文明城市”评选具有典型的“晋升锦标赛”特征，由此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地方政

府官员按照“逐顶竞争”模式竞相增强环境规制力度，持续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以追逐更高层次

的环境水平，而这将有助于切实达到治理环境污染的目的（Vogel，1995；Fredriksson 和 Millimet，

2002；金刚和沈坤荣，2018）。这意味着，从被规制方−企业看，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在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时，其会主动平衡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企业会充分利用政府

的治污补贴，关停并转高污染生产线，积极拓展其他低污染业务，无形中导致区域内整体资源配

置更加合理，从而进一步引致产业结构升级（王书斌和徐盈之，2015）；另一方面，根据“污染避难

所”假说（Fredriksson 等，2003），当区域环境规制力度逐渐加强时，即使政府对企业的污染治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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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行补贴，但仍扭转不了企业需要为治污而消耗大量资金的局面，此时，企业会通过异地搬迁

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由此，环境规制水平越低的地区越会成为污染型企业的选择目标，而环境

规制水平越高的地区在这一过程中会淘汰大量高污染型企业，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并显著改

善环境污染状况。

结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显著改善环境污染，且其可以通过技术创

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条传导途径产生影响。

如果上述假说成立，则聚焦于“文明城

市”评选，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有关于政府行

为、环境规制、行政激励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逻

辑框架，见图 1 所示。

以上述假说为基础，从整体上观察，如果

“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减污

作用，那么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这种

作用是否会因为城市之间的差异而存在显著

不同?一般而言，城市之间的异质性会表现在

诸多领域，最重要的显性特征体现为城市规

模，而城市规模又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和经

济规模两个方面（Holdren 和 Ehrlich，1974；李

佳佳和罗能生，2016）。因此，任何一项政策的

实施也将会因为这些差异而出现效果的异质

性。如果这一考虑是准确的，那么审视本文的研究主题，就会生成如下逻辑：“文明城市”评选对

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城市规模具有差异性，则政策效果亦会出现异质性。因

此，需要进一步就政策的异质性特征作出讨论。

首先，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优势，从而在绿色技术创新和

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故而其进行污染治理的力度可能更大，治理污染的成本会更

低（邓翔和张卫，2018）。同时，地方政府在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晋升激励和城市居民的环境诉

求下具有更大的环境治理压力，这会促使其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从而使污染的治

理效果更加明显（Satterthwaite，2009）。因此，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更能得到缓解。

其次，从经济规模看，其不仅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也是衡量地方政府官员

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已有研究表明，GDP 水平越高的城市，其政府官员在晋升中会具有更多

的优势。原因在于，依据“德才兼备”的官员选拔原则，地方的经济规模越大，对地方领导人的治

理能力要求相应就越高，而具有较高治理能力的地方官员往往会被委以重任并可能获得更多的

升迁机会（杨其静和郑楠，2013）。因此，对不同经济规模的城市而言，地方官员所受到的晋升激

励程度不同，相应地其对待“文明城市”评选的态度也会存在差异。在较高的晋升激励下，经济

规模越大的城市，其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越大。因此，在“文明城市”评选与维护的过程

中，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可能更具有竞争优势。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城市规模越大，“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果越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在 2005−2015 年期间，全国先后进行了四次“文明城市”评选活动，共评选

出 76 个“文明城市”（包含直辖市和县级市）。出于样本数据有效性的考虑，2005 年评选出的“文

文明城市评选

环境

改善

地方政府

企业

污染治理

环境

改善

锦标赛

晋升激励

政绩表现

环境规制 被动参与

波特假说 逐顶竞争

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

影响的

基本逻

辑机制

影响的

中介传

导机制

 
图 1    “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影响

的逻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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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城市”数量较少，且当时尚未具备完备的评价体系，故本文在总样本中剔除了 2005 年入选的

“文明城市”，同时还剔除了全部的县级市和直辖市。另外，由于拉萨市的数据缺失，亦将其剔

除。因此，本文以 2009 年、2012 年和 2015 年入选的三批、共 59 个地级市作为实验组，其他未拥

有“文明城市”称号的地级市作为对照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城市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区，样本

数量充足，可以有效避免选择性偏差。此外，“文明城市”评选的标准十分规范严格，并且在入选

“文明城市”以后，中央文明委会对其进行不定期抽查，要求不符合条件的城市限期整改。由此

形成的长期性外生冲击可以保证政策效果的稳定与持续。

（二）模型设计。根据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程序，本文进行如下设置：构建年份虚拟变量，把

2009−2016 年间的年份设置为 1，2003−2008 年间的年份设置为 0。构建分组虚拟变量，将

2009 年到 2015 年入选的城市作为实验组，设置为 1；将未参与“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以及参与评

选后但未被选上的城市作为对照组，设置为 0。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Yit = α0+α1DIDit +α2DUit +α3DTit +α4Xit +εit （1）
其中：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Yit 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选用 PM2.5 的浓度、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衡量指标。DUit 和 DTit 分别代表分组虚拟变量和时

间虚拟变量，Xit 代表系列控制变量。关键解释变量为 DIDit，代表 i 城市在 t 时间是否被评为“文

明城市”。

（三）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中，“三废”指标被广泛使用（贺俊等，2016；王勇等，

2018）。但是鉴于市域数据的可得性，城市统计年鉴中只有关于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

废水的统计量。因此，本文采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环境污染（徐辉和杨烨，2017）。近年来，雾霾作

为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健康状况，因此，本文将哥伦比亚大学发布

的 2003−2016 年中国地级市年均 PM2.5 数据也纳入被解释变量中。四类不同的环境污染指标可

以有效保证实验结果的稳健性。

2. 解释变量。本文运用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作为政策冲击，将时间和分组虚拟变量的

交叉项作为关键解释变量，用以衡量“文明城市”评选活动降低环境污染的政策效应。

3. 控制变量。借鉴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张可和汪东芳（2014）等学者的研究，将财政支

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绿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作为影响环境污染的指标纳入模型中，

并分别采用财政支出总额占比、人均 GDP、人均绿地面积、人均公交车数量和居民消费总量的对

数值作为衡量指标。第一，财政支出这一指标可以反映政府的引导力与管制力度，在环境方面，

可以体现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第二，依据既有研究，经济发展是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因

素；第三，城市绿化这一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绿化程度和对城市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第

四，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指标用城市人均公交车数量表示，公共交通的发展对城市交通污染具有

一定影响；第五，居民消费习惯会对生产环节产生影响，从而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以上数据均

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4. 中介变量。引入城市创新指数和第三产业占比作为衡量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指

标。其中，城市创新指数来自第一财经研究院与复旦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

告 2017》，是基于微观专利数据和新企业注册数据核算得到的，涉及国家、城市、产业和企业等各

个层面，可以有效衡量城市的综合创新水平；第三产业占比可以有效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情况（李勇刚和罗海艳，2017）。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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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原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PM2.5 含量的对数值（lnPM2.5） （μg/m3） 3.45 0.53 0.82 4.51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对数值（lnSO2） （万吨） 10.46 1.12 0.69 13.01

工业烟尘排放量对数值（lnSmoke） （万吨） 9.75 1.11 3.53 15.46

工业废水排放量对数值（lnWater） （万吨） 8.31 1.10 1.95 11.42

解释变量

“文明城市”评选（DID） 0.15 0.36 0 1

控制变量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fiscal） （万元/万元） 0.16 0.10 0.01 1.58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 （万元/人） 3.03 2.47 0.35 13.09

人均绿地面积（green） （公顷/万人） 13.32 24.69 0.08 424.34

每万人拥有的公交车数量（bus） （辆/万人） 6.67 4.53 0.24 55.56

消费总额的对数值（lncons） （万元） 14.71 1.15 5.47 18.28

中介变量

城市创新指数（inno） （分） 3.89 14.01 0 219.19

产业结构（indus） （万元/万元） 0.36 0.08 0.09 0.85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依据基准回归方程（1），可以检验“文明城市”评选是否可以有效降低城

市环境污染。模型 1−4 分别代表了“文明城市”评选对四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具体结果见

表 3 所示。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lnPM2.5 模型 2 lnSO2 模型 3 lnSmoke 模型 4 lnWater

DID −0.2957***（−6.8875） −0.2676***（−3.7355） −0.1549*（−1.9337） −0.1134*（−1.8109）

fiscal −0.0965（−1.0745） −2.3900***（−7.6527） −1.5736***（−6.9871） −3.0740***（−8.0677）

pgdp −0.0001（−0.9759） 0.0001（0.6438） 0.0001**（2.5382） −0.0001***（−6.0669）

green −0.0008*（−1.9102） −0.0019**（−2.4366） −0.0042***（−4.4270） 0.0011**（2.3547）

bus 0.0046**（2.0657） 0.0172***（3.6812） 0.0204***（4.3651） −0.0068*（−1.7589）

lncons −0.0313***（−2.8300） 0.2280***（8.2567） 0.2853***（11.4817） 0.5048***（17.4505）

_cons 3.9592***（25.7241） 7.4366***（18.9034） 5.7539***（16.4990） 1.5705***（3.7460）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542 0.1717 0.1466 0.4463

F 19.9972*** 78.1439*** 66.3199*** 193.0403***

N 3192 3192 3192 3192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由表 3 可知，模型 1 至模型 4 中 DID 的系数值显著为负，说明在进行“文明城市”评选后，

PM2.5、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均显著降低。具体地，从四个被解释变量的

回归结果看，PM2.5 受“文明城市”评选的影响程度最大，可能是因为雾霾是困扰城市居民健康的

首要污染物，所以雾霾治理易成为改善城市环境的重点工作。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看，工业二氧

化硫的治理效果更明显。工业生产过程中，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一般居于首位，其对环境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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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性极强，因此，对工业二氧化硫的治理力度可能会大于其他工业污染物。上述回归结果共同验

证了本文的基本假说，即“文明城市”评选活动可以有效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符合“文明城市”评

选所提出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的要求，并且四个被解释变量可以有效保证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

（二）PSM-DID。DID 方法的前提条件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之前有相同的变化趋

势。如果“文明城市”比其他城市更加注重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则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便不可

靠。因此，为了避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动趋势存在选择性误差并提高两组城市的可比性，可采

用 PSM-DID 的方法进行检验。具体而言，将分组虚拟变量对控制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得到倾向

匹配得分，倾向匹配得分最相近的城市可以作为对照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 PSM-DID
处理之前，必须要满足匹配平衡性假设。本文参考李贲和吴利华（2018）、傅京燕等（2018）的研究，

用控制变量代表协变量，采用“k 近邻匹配法”（k=4）进行假设检验。可以发现，匹配后协变量的

t 统计值均不显著，即接受实验组和对照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两组城市在匹配之后并未产

生明显差异。同时，匹配前后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小于 20%，代表匹配处理是有效的。在满足上述

假设的基础上，进行 PSM-DID 分析，结果发现，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并无明显差异，证明了

PSM-DID 方法的可行性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具体结果见表 4 和表 5。
 

表 4    PSM-DID 有效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后 t 值 p 值 标准偏差（%）

fiscal −0.28 0.78 −1.90

pgdp 0.32 0.75 2.60

green −0.85 0.40 −6.30

bus −0.35 0.73 −4.60

lncons −0.44 0.66 −4.00

N 1 044 1 044 3 192

　　注：由于 PSM-DID 的有效性检验结果主要关注 t 值及其标准偏差，因此，在结果中并未出现 R2 值和 F 统计量。
 
 

 

表 5    PSM-DID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5 lnPM2.5 模型 6 lnSO2 模型 7 lnSmoke 模型 8 lnWater

DID −0.2395***（−3.3448） −0.1857**（−2.0074） −0.2628**（−2.4278） −0.1130**（−1.9833）

_cons 4.7193***（15.5330） 9.2200***（15.8435） 6.4533***（11.6137） 8.0341***（5.06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517 0.1126 0.0820 0.1290

F 6.6250*** 17.5937*** 14.4806*** 6.2731***

N 1 044 1 044 1 044 1 044
 
 

（三）稳健性检验。

1. 反事实检验。常规的反事实检验都是将政策时间提前一年或者两年，观察政策效果是否

显著。本文考察的“文明城市”评选时间始于 2009 年，故在进行反事实检验时将政策实施时间分

别提前一年和两年，得到表 6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分别以 2008 年和 2007 年作为政策实施时

间，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相去甚远，证明“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是显著的，基准回归

结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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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反事实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9 lnPM2.5 模型 10 lnSO2 模型 11 lnSmoke 模型 12 lnWater

DID（2008） 0.1164（1.4351） −0.0357（−0.3239） 0.0179（0.1359） 0.0157（0.1283）

DID（2007） 0.3554***（4.7046） 0.0051（0.0436） −0.0067（−0.0486） 0.0775（0.66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2007） 0.0442 0.1661 0.1419 0.4400

F（2007） 16.9751*** 66.8047*** 60.9498*** 192.3236***

N 3192 3192 3192 3192

　　注：限于篇幅，表 6 中报告的是以 2007 年为政策实施年份时的 R2 值和 F 值。此外，以 2008 年为政策实施年份时，R2 值分别为

0.0440、0.1656、0.1430 和 0.4397，F 值分别为 16.8895、66.8275、61.4173 和 191.5538，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 排除其他政策和法规的影响。基准回归中“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环境污染影响的政策

效应是否为“净效应”？环境污染的改善是否还会受其他政策的影响？经过政策梳理可以发现，在

“文明城市”评选的同时期，出现了类似的政策和法规可能会影响城市环境污染。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有“低碳城市”政策和“智慧城市”政策以及“环境保护法”。

第一，“低碳城市”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2010 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设立了广东、天

津等 5 个省份和 8 个城市作为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随后，2012 年设立了青岛等 29 个城市试

点。毋庸置疑的是，以减少碳排放和发展新型清洁能源为目标的“低碳城市”建设可以降低城市

环境污染。因此，将“低碳城市”政策纳入基准回归中，把同时具有“低碳城市”和“文明城市”称

号的 18 个城市设置为 1，其他城市设置为 0，作为分组虚拟变量；将 2010−2016 年设置为 1，其他

年份设置为 0，作为时间虚拟变量；L1 代表分组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即“低碳城

市”政策为城市环境带来的改变。第二，另有文献验证了“智慧城市”政策可以显著改善环境污

染（石大千，2018）。2012−2014 年全国共设立了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因此，将“智慧城市”政策

纳入基准回归中，把同时具有“智慧城市”和“文明城市”称号的 23 个城市设置为 1，其他城市设

置为 0，建立分组虚拟变量；将 2012−2016 年设置为 1，其他年份设置为 0，建立时间虚拟变量；

L2 代表分组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即“智慧城市”政策为城市环境带来的改变。此

外，进一步梳理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可以发现，近年来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对环境影响最大的为 2014 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简称“环境保护法”）。因此，本文将 2014−2016 年设置为 1，其他年份设置为 0，

建立时间虚拟变量。由于“环境保护法”的作用对象为全国所有城市，因此分组虚拟变量与“文

明城市”评选的设定相同，L3 表示分组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代表 2014 年起实施的

“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排除其他政策、法规影响的回归方程如下：

Yit = β0+β1DIDit +β2DUit +β3DTit +β4L1+β5L2+β6L3+β7Xit +εit （2）

如方程（2）所示，本文将 L1、L2 和 L3 一同纳入模型中进行回归。若回归结果中“文明城市”评

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则证明基准回归中“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显著降低环境污染的结果

是不准确的，城市环境的改善主要是受其他政策的冲击；反之则证明基准回归可靠，“文明城市”

评选确实对城市环境污染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7 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 13 至模型 16 的回归结果均显著，证明“文明城市”评选确实改善了城

市环境污染状况，基准回归结果得到验证。在此基础上，显示 L1 在以工业烟尘为被解释变量时

显著，说明“低碳城市”政策可以改善工业烟尘所带来的环境污染；L2 在以 PM2.5 和工业废水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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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衡量指标时显著，证明“智慧城市”政策对改善上述两类环境污染有显著作用；L3 在以

PM2.5、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为环境污染衡量指标时显著，代表“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对上述

污染物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引入上述政策和法规以后，以 PM2.5 和

工业二氧化硫作为被解释变量时，DID 的系数值小于基准回归，证明“文明城市”评选对 PM2.5 和

工业二氧化硫的治理效果存在被高估的现象；而以工业烟尘和工业废水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DID 的系数值大于基准回归，这说明城市工业烟尘和工业废水的治理因“低碳城市”政策和“智

慧城市”政策以及“环境保护法”的实施而得到加强。但是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基准结论，因为在

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过程中会受多方面的影响，且针对不同的环境污染物，各类政策所带来的

政策效果也有所差异。
 

表 7    排除其他政策和法规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3 lnPM2.5 模型 14 lnSO2 模型 15 lnSmoke 模型 16 lnWater

DID −0.1243**（−2.4763） −0.2307***（−3.5403） −0.2173***（−2.8092） −0.1354**（−2.0104）

L1 −0.0002（−0.0022） 0.0984（1.1813） −0.3271***（−3.3117） 0.0239（0.2560）

L2 −0.0925*（−1.6698） −0.0439（−0.4859） 0.0952（0.9503） −0.1348*（−1.9454）

L3 −0.4080***（−7.2892） −0.4188***（−4.7943） −0.0299（−0.3066） −0.2112***（−2.9976）

_cons 3.8242***（24.7052） 7.8034***（22.4557） 6.1121***（18.5851） 2.1261***（6.357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779 0.1748 0.1459 0.4441

F 25.0737*** 66.2608*** 51.1623*** 161.6761***

N 3 192 3 192 3 192 3 192
 
 

3. 逆向因果检验。双重差分法因为采用了时间和个体双固定效应，可以有效避免遗漏变量

问题。同时，政策的冲击对实验主体来说是外生的，多数情况下不会存在逆向因果问题。但是结

合本文的实际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是否更加注重环保的城市更倾向于参与“文明城市”评选？为

了避免二者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对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将“文明城市”评选的分组虚拟

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环境污染治理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将含有滞后二期的环境污染

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若回归结果显著，则证明环境污染程度较低的城市更倾向于参与

评选，且会更容易被评为“文明城市”；反之，则证明“文明城市”评选与评选前的城市环境状况无

关。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8 所示。可以发现，模型 17−20 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相去甚远，表明

“文明城市”评选并不会受入选前城市环境状况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文明城市”评选的要求

中包含经济、政治、生态和精神文明等多方面指标，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其中一项，其

并不会完全依赖环境指标进行考核，因此，不存在逆向因果问题。

表 8    逆向因果检验

变量 模型 17 DU 模型 18 DU 模型 19 DU 模型 20 DU

lnPM2.5（滞后二期） −0.0207（−1.5517）

lnSO2（滞后二期） 0.0145***（2.6883）

lnSmoke（滞后二期） −0.0052（−0.8830）

lnWater（滞后二期） 0.0801***（11.1840）

_cons −0.9194***（−7.0278） −1.1064***（−9.1415） −0.9720***（−7.8892） −1.0896***（−10.02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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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讨论

根据前文的基准回归可以得出“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有效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的结论，但是

“文明城市”评选降低环境污染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尚需分析。正如本文第二部分的研究假说设

知，“文明城市”评选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两种途径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

为了验证上述机制，借鉴温忠麟（2004）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在方程（1）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展为方程（3）和方程（4）有：

Mit = γ0+γ1DIDit +γ2DUit +γ3DTit +γ4Xit +εit （3）

Yit = θ0+ θ1DIDit + θ2DUit + θ3DTit + θ4 Mit + θ5Xit +εit （4）
其中：Mit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方程（1）一致。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依次对方程（3）和方

程（4）进行回归。如表 9 所示，模型 21 中 DID 的系数值显著为正，模型 22−25 中 inno 的系数值显

著为负，说明“文明城市”评选可以在有效提高城市创新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城市的环境

污染。如表 10 所示，模型 26 中，DID 的系数显著为正，模型 28−30 中 indus 的系数显著为负（其

中，模型 27 中 indus 的系数值不显著，但是其通过了 Sobel 检验，证明了存在中介效应），这说明

“文明城市”评选亦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进一步改善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上述结论

意味着，“文明城市”评选具有明确的减污效应，且这一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

传递作用而实现的。这一结论对假说 1 作出了很好的验证。
 

表 9    技术创新的中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21 inno 模型 22 lnPM2.5 模型 23 lnSO2 模型 24 lnSmoke 模型 25 lnWater

DID 13.8808***（12.7616） −0.2582***（−5.7753） −0.1423*（−1.9568） −0.0889（−1.0776） −0.0801（−1.2338）

inno − −0.0027***（−3.3567） −0.0090***（−6.1652） −0.0048***（−3.0514） −0.0024*（−1.7255）

_cons −68.4682***（−11.3416） 3.7741***（23.2150） 6.8186***（15.9376） 5.4285***（14.3447） 1.4065***（3.01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743 0.0575 0.1796 0.1488 0.4469

F 43.9826*** 19.5888*** 73.5325*** 59.6279*** 171.8146***

N 3 192 3 192 3 192 3 192 3 192
 
 

表 10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26 indus 模型 27 lnPM2.5 模型 28 lnSO2 模型 29 lnSmoke 模型 30 lnWater

DID 2.7475***（4.4818） −0.2915***（−6.7964） −0.1803**（−2.4505） −0.1060（−1.3093） −0.0373（−0.5899）

indus − −0.0015（−1.2482） −0.0318***（−7.6655） −0.0178***（−5.8963） −0.0277***（−10.0865）

_cons −15.7818***（−4.2098） 3.9348***（25.4159） 6.9349***（16.7173） 5.4733***（14.9046） 1.1336**（2.5579）

 

续表 8    逆向因果检验

变量 模型 17 DU 模型 18 DU 模型 19 DU 模型 20 DU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605 0.3611 0.3601 0.3830

F 280.2458*** 287.3260*** 280.9272*** 340.2504***

N 2 736 2 736 2 736 2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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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拓展讨论：异质性分析

（一）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2014 年，国务院以国发（2014）51 号印发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市人口规模为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五类，分别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

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①按此标准，本文在 DID 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表 11 报告了人口

规模异质性的检验结果。其中，特大城市的环境污染改善程度明显大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原

因可能在于，城市规模越大，其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可调配资源越雄厚，从而可以保证有相对丰

富的资源用于“文明城市”评选。此外，以工业烟尘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审视中

国城市环境污染的情况可以发现，工业烟尘造成的污染在 2003 年左右趋于稳定，在 2005 年达到

最高峰以后开始迅速降低，这表明，随着我国对工业环境污染物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工业烟尘

排放情况已有明显好转。上述结论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2，即“文明城市”评选的减污效应因城市

人口规模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表 11    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31 lnPM2.5 模型 32 lnSO2 模型 33 lnSmoke 模型 34 lnWater

DID（特大城市） −0.1503***（−3.0887） −0.2591***（−3.6470） −0.0651（−0.8186） −0.2348***（−3.6988）

DID（大城市） −0.0959*（−1.9605） −0.1326*（−1.8640） −0.1183（−1.4123） 0.1719**（2.5426）

DID（中等城市） −0.1109*（−1.7119） −0.0168（−0.1672） −0.0029（−0.0276） −0.0308（−0.37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435 0.1713 0.1459 0.4477

F 16.2233*** 74.0039*** 65.4343*** 193.9210***

N 3 192 3 192 3 192 3 192

　　注：限于篇幅，表 11 中只列出了特大城市的 R2 值和 F 值。大城市的 R2 值分别为 0.0414、0.1696、0.1461 和 0.4467，F 值分别为

15.6658、72.9547、65.2823 和 193.3391，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中等城市的 R2 值分别为 0.0412、0.1691、0.1457 和 0.4458，F 值分别

为 15.4578、74.0463、65.8057 和 195.3628，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二）城市经济规模的异质性。进一步，本文以人均 GDP 作为经济规模的衡量指标，通过计

算中位数对样本进行分组（王永钦，2018），将城市划分为高经济发展组和低经济发展组两个子样

本集，②回归结果见表 12 所示。

 

续表 10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26 indus 模型 27 lnPM2.5 模型 28 lnSO2 模型 29 lnSmoke 模型 30 lnWater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2500 0.0547 0.2109 0.1591 0.4772

F 62.5459*** 17.9370*** 71.8282*** 60.9365*** 176.2762***

N 3 192 3 192 3 192 3 192 3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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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人口规模在 500 万和 1 000 万之间的城市为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 100−500 万之间的城市为大城市；人口规模小于 100 万的城

市为中等城市。由于超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样本量太小，故本文将二者剔除。

② 人均 GDP 的中位数为 2.32（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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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城市经济规模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35 lnPM2.5 模型 36 lnSO2 模型 37 lnSmoke 模型 38 lnWater

DID（高经济发展组） −0.2966***（−6.9793） −0.2978***（−4.2246） −0.1630**（−2.0711） −0.1195*（−1.9327）

DID（低经济发展组） 0.0608（0.6539） 0.3993***（2.8163） 0.1211（0.8198） 0.0911（0.47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545 0.1723 0.1467 0.4463

F 19.9370*** 78.6788*** 66.2837*** 193.0633***

N 3 192 3 192 3 192 3 192

　　注：限于篇幅，表 12 中只报告了高经济发展组的 R2 值和 F 值。低经济发展组的 R2 值分别为 0.0402、0.1696、0.1479 和 0.4458，

F 值分别为 15.0302、73.0147、68.6523 和 191.7541，均在 1% 水平下显著。
 
 

可以发现，在分别以 PM2.5、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废水为被解释变量时，经济规模

较大的城市环境污染改善程度明显高于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由于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往往在

评选过程中所受的晋升激励较小，这导致了其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显著。上述结论进一步

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2，即“文明城市”评选的减污效应因城市经济规模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七、结　论

本文以 2009 年到 2015 年入选的 59 个“文明城市”作为实验组，以其他 169 个城市作为对照

组，运用 PSM-DID 方法，评估了“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环境污染影响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

明：第一，“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有效降低城市的环境污染；第二，“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有效提高

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可以借此实现上述的减污效应；第三，城市人口规模和经

济规模对上述减污效应具有明确的异质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文明城市”评选的降污减

排效应显著，但同时其也会受“智慧城市”和“低碳城市”以及“环境保护法”等其他诸多政策因

素的影响，这意味着上述结果也为验证各类城市品牌评选活动的政策效果提供了实证支持和评

价策略。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从当下我国社会、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

的重大战略导向看，污染防治战略需要在政府部门的科学规划、有力领导和全面统筹下，各方共

同努力，持续提高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能力。一方面，政府应本着适宜性和针对性的原则，加大

对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支持，特别是针对各类企业在资源节约以及防污减排等方面技术创

新与新技术应用的支持，并配合以专项税收优惠等其他政策的扶持。另一方面，参评城市要更加

严格地按照“文明城市”评选条件对企业污染行为作出限定与监督，以此“倒逼”污染企业关停并

转，积极淘汰落后产能，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这将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使环境污染的

有效控制产生积极影响。第二，对不同规模的城市要因地制宜地采取有差别的污染治理策略。

在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在继续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基础

上，强化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循环利用能力，这是今后需要重点推进的方向。而对规模较小的城市

而言，可以借鉴大城市的经验，并在加强环境治理的同时，积极引导全社会参与防污治污。第三，

实现“文明城市”与其他城市品牌−诸如“智慧城市”和“低碳城市”的有效对接，力争政策重

点互补、政策激励与监督有序交叉，进而逐步形成一个以试点政策体系的全面推广为核心的环

境综合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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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Civilized City” selection is guid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social environment to promote a new model of urban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Pollution control is an important goal for its establish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28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nationwide from 2003 to 2016，the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ivilized

City” selec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using the PSM-DID metho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Firstly，the selection of “Civilized Cit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urban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policies such as “Low-carbon City”，

“Smart C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the selection has declined，but

its pollution reduction effect is still very significant. Secondly，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elec-

tion of “Civilized Cit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inally，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in the “Civilized City” selection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 city’s population and eco-

nomy.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article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Civilized City”，a city brand selection

activity，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urban environment，and provide idea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capacity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Key words:  “Civilized Cit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PSM-DID （责任编辑  许　柏）

  2020 年第 4 期

•  124  •

http://dx.doi.org/10.1257/jep.9.4.97
http://dx.doi.org/10.1257/jep.9.4.97
http://dx.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http://dx.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http://dx.doi.org/10.1007/s10797-008-9082-z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2.02.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2.02.007
http://dx.doi.org/10.1111/j.0038-4941.2006.00375.x
http://dx.doi.org/10.1111/j.0038-4941.2006.00375.x
http://dx.doi.org/10.1016/j.enpol.2013.10.063
http://dx.doi.org/10.1257/jep.9.4.97
http://dx.doi.org/10.1257/jep.9.4.97
http://dx.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http://dx.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http://dx.doi.org/10.1007/s10797-008-9082-z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2.02.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2.02.007
http://dx.doi.org/10.1111/j.0038-4941.2006.00375.x
http://dx.doi.org/10.1111/j.0038-4941.2006.00375.x
http://dx.doi.org/10.1016/j.enpol.2013.10.063
http://dx.doi.org/10.1257/jep.9.4.97
http://dx.doi.org/10.1257/jep.9.4.97
http://dx.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http://dx.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http://dx.doi.org/10.1007/s10797-008-9082-z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2.02.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2.02.007
http://dx.doi.org/10.1111/j.0038-4941.2006.00375.x
http://dx.doi.org/10.1111/j.0038-4941.2006.00375.x
http://dx.doi.org/10.1016/j.enpol.2013.10.063
http://dx.doi.org/10.1257/jep.9.4.97
http://dx.doi.org/10.1257/jep.9.4.97
http://dx.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http://dx.doi.org/10.1177/0956247809344361
http://dx.doi.org/10.1007/s10797-008-9082-z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2.02.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2.02.007
http://dx.doi.org/10.1111/j.0038-4941.2006.00375.x
http://dx.doi.org/10.1111/j.0038-4941.2006.00375.x
http://dx.doi.org/10.1016/j.enpol.2013.10.063

